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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系统回顾有史以来中国灾害史料之发掘、整理和数据化过程的基础上，从人与自然交互
作用的生态史角度，借鉴目前流行的大数据思维，对历史时期，尤其是建国以来国内灾害史学者业已进行

的大规模史料整理与数据库建设展开批判性分析，一方面充分肯定这些工作对推进中国灾害史研究做出的

重大贡献，另一方面则分析其内在局限与诸多不足，进而以清代为例，提出有关中国灾害历史数据库建设

的最新构想，以为打造一个服务于国内外中国灾害史研究者的可持续扩展的公共学术交流平台而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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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在 2014 年 3 月 8 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 2013 年第二批·批准号13＆ZD092) “清代灾荒纪年暨信息集成数据库建

设”开题报告的基础上缩改而成，系与本项目子课题负责人朱浒、余新忠、赵晓华、方修琦、叶瑜等教授共同讨论的结果。

其中有关数据库的介绍与设计，系北京师范大学方修琦、叶瑜两位教授提供论证，特此致谢。

21 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已进入前所未有的史料新革命时代，历史研究的数据化、信息化已成
刻不容缓的必然之势，可谓大潮所至，浩浩荡荡，不可遏止。尽管在其初起之时，难免鱼龙混
杂，泥沙俱下，不少学者竟而忧心忡忡，但“河行百里者清”，相信经过史界同仁持之不懈的批
评、反思和相应的规范、调整和重构，积而久之，此类数据化工作及其对史学的影响终将走向健
康发展的轨道。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多学科交叉的灾害史研究，更应该发扬中国历史学研究
的优良传统，继续奋进，成为这一潮流的排头兵，从而推动中国史学的新发展，亦借此推进史学

为社会服务的步伐。这里拟从灾害史学界正在兴起的生态史研究范式出发，借鉴当前广为流行的
大数据思维，对历史时期特别是建国以来中国灾害史料的文献整理与数据化建设进行较为系统的

梳理和批判性分析，进而以清代为例，就中国灾害历史数据库建设提出某些新的构想。不妥之
处，亟盼方家指教。

一、有史以来中国灾害史料的发掘与整理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自然灾害极为严重的国家，也为人类文明宝库留下了最为系统、丰
富，最有连续性的灾害记录。尤其是历代正史设置的 《五行志》、《灾异志》或 《本纪》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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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灾害、灾异事件的记录，更是构成了连续两千年之久的灾害系谱。《太平御览》等类书以及通
志、通考等典志类文献往往也专列 “咎征部”、“灾祥略”或 “物异考”等，分类记述水、旱、
风、火、地震等灾害。北宋以来开始出现、明清时期大为兴盛的地方志，几乎普遍设有 “灾
祥”、“祥异”、“灾异”等专门类目，记录各地发生的各种灾害事件以及其他异常事件。明清档
案 ( 中央、地方及民间组织) 以及晚清时期出版的近代新闻报刊，更是今日学者研究历史时期
中国灾害及救荒活动的资料宝库。
这些记录，早期主要服务于王朝政治。至迟从明清以来，中国学者即专门对其进行较大规模

的文献整理，并进行定量分析，以揭示历史时期中国自然灾害的特点与规律，探讨灾害与社会的

关联。目前所见最早对中国灾害记录进行时空分布之量化分析的，应属徐光启 《农政全书·荒
政考》中对蝗灾发生规律的探讨。康熙末年陈梦雷编纂的 《古今图书集成》，其 《庶征典》、《食
货典》、《乾象典》、《职方典》、《草本典》等分典中均载有灾害史资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
一次大规模的灾荒史料整理。其中尤以《庶征典》内容最为丰富，包括 “旱灾部”、“水灾部”、
“风灾部”、“雹灾部”、“寒暑异部”、“丰歉部”、“蝗灾部”、“鼠异部”、“虫豸异部”等。另有
《食货典·荒政部》，分汇考、总论、纪事、杂录诸类，收录历代救荒文献。
民国年间，竺可桢、邓拓等学者开始运用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灾害

史、气候史，但无不建立在对中国灾害史料整理的基础之上。竺可桢于 1920 年代初期开始的中国
历史气候研究，依据的史料主要是《古今图书集成·历象汇编·庶征典》及其本人从清代九朝《东
华录》中整理出的水旱记载; ① 邓拓的《中国救荒史》，其灾情统计依据历朝正史，有关救荒制度
的讨论则是依据宋至清代的救荒专书如汪志伊《荒政辑要》、《康济录》、《筹济篇》等②。胡厚宣
1944年《气候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则大量利用了其时新发现的甲骨文中的灾害记录。③

建国以后，出于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安全保障的需要，各级政府和相关科研机构对中国灾害

历史更是高度重视，曾动员全国大量科研力量对流传下来的文献史料中有关水、旱、地震、潮灾
等灾害的记录和信息进行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搜集、整理和汇编工作。
其中之一系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1954 年，著名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

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四光，倡议整理编辑中国地震历史资料，并委托范文澜、金毓黼
主持。在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和有关单位的支持下，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 ( 现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的工作人员，从 8000 多种正史、别史、笔记、杂录、诗文集、
方志和档案等古籍中，收集公元前 1177 年至公元 1955 年近万次地震资料，编成《中国地震资料
年表》。④ 1977 年开始，又由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地震局联合发起，组织各省市
自治区的历史工作者和地震工作者对地震史料作了更加广泛的搜集和发掘，对已有年表进行了全

面修订和大规模扩充，历时 5 年，完成了 5 卷本的《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⑤ 时间起自远古，
止于 1980 年，其中第三卷即清代历次地震资料。所收文献，除历代正史、实录、地方志之外，
包括若干未曾利用的善本、抄本，以及各地区的特藏文献和石刻、题记等实物资料。此外还有中
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代地震档案 ( 选译部分满文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民国档案资料以及西
藏自治区历史档案。该书未能尽收的资料，则由相继出版的各地区地震史料汇编予以收录，以便
互相参照。所收文献资料，均“保持原貌，依据年月顺序编排，不作地震学的分析和综合，以
便研究者可以直接利用原始资料，依据自己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研究判断”; “对于历史文献中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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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 《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东方杂志》第 22卷第 3期，1925年。
参见邓云特: 《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
文见《中国文化研究汇刊》1944年第 4卷第上期，第 1—83页。
科学出版社，1956 年。
科学出版社，1985 年。



当时的记述者视为前兆的记录，一并收入，以供研究者参考”。①

其二系气候历史资料。从 1950 年代起，为适应新中国水利建设的需要，中国科学院南京地
理研究所研究员徐进之即矢志于系统整理我国历史气候资料，从各省大量的方志中找出某一地区

2000 年来旱涝、霜冻、巨雹等历史气候灾异记载，然后分类整理并制成年表，以揭示该地区历
史上的温度、雨量及气象灾害的波动情况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至 1976 年，他总共完成了黄
淮平原及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北京、江苏、上海、江西、安徽、浙江、湖南、湖北、云
南、贵州、广东、广西、内蒙古、甘肃、宁夏、青海、陕西、福建、台湾等 24 个省 ( 市、自治
区) 的气候历史记载的整理工作。各地气象局、文史馆、水利局或农科院，也因兴办农田水利
的需要，纷纷从事有关旱涝灾害记载整编的工作。从 1955 年到 1979 年，湖北、广东、湖南、辽
宁、内蒙古、陕西、江苏、青海、宁夏、山东、甘肃、江西、山西、河南、浙江等省均相继推出
各该地的自然灾害资料或年表。1972 年，中央气象局研究所 ( 现中国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
联合华北、东北 10 省 ( 市、区) 气象局着手整理历史气候资料，至 1975 年编成 《华北、东北
近五百年旱涝史料》; 1977 年，又与南京大学气象学系等全国十几个单位协作，完成西北、西
南、华东、华南等 19 个省市的旱涝史料。其中上海、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等省市气
象局合作编纂了 《华东地区近五百年气象历史资料》，于 1978 年印行。选用资料包括地方志、
明实录、清实录、清史稿，以及各省民政资料，各省气象局有关旱涝灾情的调查、分析资料，近
代仪器观测的降水量资料等。由此汇总并转化而成的 《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 ( 1981 ) ，
所据 1470 至 1979 年间的旱涝史料约 220 万字，主要源自 2100 余种地方志以及明清实录、正史、
故宫档案，以及解放后各地进行的有关旱涝调查资料和现代仪器观测雨量记录，堪称持续几十年

之久的历史气候资料整编工作带有总结性的阶段性成果。②

此后，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张丕远研究员又组织大批人力对各地方志中的气候信息再次

进行整理，同时补充了包括散藏于台湾及美国国会图书馆在内的近 1000 种方志; 而且，除旱涝
之外，还整理了诸如饥馑、霜灾、雪灾、雹灾、冻害、蝗灾、海啸和瘟疫等项目的灾情状况，时
间起自 1470 年，讫于 1950 年，内容愈加丰富。规模更大的扩编工作则是中央气象局张德二主编
的 《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该书自 1985 年启动，于 2004 年出版，历时 20 余年，堪称是中
国已经出版的气候资料集中最系统、最完善的，为中国历史气候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吸
取前人经验的基础上，该书对中国古籍中的气象记录进行了大规模的采集、勘校和考证，共收集
有关记录 22 万余条，并以编年体形式进行汇编，系统反映了公元前 13 世纪至公元 1911 年三千
多年间全国各地的天气、气候、大气物理现象 ( 如水、旱、雨、雪、冷、暖、冰、冻、霜、雹、
风、尘霾、风暴潮、雷电、大气光象等) ，各种气象灾害的范围、危害程度和灾后赈济、蠲免情
形，以及与气象条件有关的物候、农业丰歉和病虫害及疫病、饥荒的记述。所搜中文史籍共
8228 种 ( 实际采用 7835 种) ，包括地方志 7713 种、纪传体史籍 28 种，以及各朝代的官方文书、
文人笔记、石刻碑文等。其所辑录的史料均作详细勘校和考订，每条史料均注明其文献出处。③

最近，张德二又对清以前部分做了较大幅度的增订。
最近一次全国规模的资料整合工作是温克刚主编的 《中国气象灾害大典》，④ 该书以现有行

政区划为单位，收列各地先秦至 2000 年各种气象灾害历史资料，是一部实用性极强的大型工具
书。
此外，有关海潮、疾疫以及与灾害有关的天象、水文、地质等方面的历史资料整理工作也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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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第一卷“编辑例言”。
参见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主编: 《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说明”，地图出版社，1981 年。
张德二主编: 《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凤凰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 年。
温克刚主编: 《中国气象灾害大典》，气象出版社，2005—2008 年。



续完成，有的结集出版。主要有刘正刚、刘波编著《广东旧志疫情史料辑录与研究》 ( 广东人民
出版社 2005 年版) ，张剑光著《三千年疫情》 ( 江西高校出版社 1998 年版) ，陆人骥编《中国历
代灾害性海潮史料》 ( 海洋出版社 1984 年版) ，以及章义和著 《中国蝗灾史》 (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 等。
以上史料，其基本来源是正史与方志，但对档案史料中灾害信息的发掘从一开始即备受重

视。前述地震历史资料整理过程中使用的档案，后来大都结集出版，如 《清代地震档案史料》
( 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西藏地震史料汇编》 ( 第一卷、第二卷，西藏自治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档案馆编译，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等。此后，蒋克训、齐书勤等学者又与中国第一历史
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合作，先后整理出版《明清宫藏地震档案》“上卷”① 和“下卷”②。
从 1956到 1958年，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也在原中央档案馆明清部 ( 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的支持下，由水利史研究室的 20 多名同志，从该馆百余万件清宫奏折中，采用抄写、打字、拍照
等办法，整理出近 14万张图片、2万余件抄件的档案资料，主要包括 1736年至 1911年 ( 乾隆元年
至宣统三年) 间部分“宫中”、“朱批”及“军机处录副”，内容涉及雨情、水情、旱涝灾情、河道
变迁及治理、水利工程技术和内河航运等。继而从 1981 年开始，按各大流域如海河滦河，珠江韩
江，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黄河，淮河，辽河、松花江、黑龙江流域等，分别整理其中的洪涝
史料，以“清代江河洪涝档案史料丛书”为名陆续出版。其中的旱灾档案史料，也已整理完毕，并
正式付梓。③ 西藏自治区历史档案馆也先后编译《灾异志———雪灾篇》 ( 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版) 、《灾异志———水灾篇》和《雹霜虫灾篇》 ( 中国藏学出版社 1990年版) 。
文献资料之外的实地调查和实物资料，也得到相关研究部门的重视。从 1950 年代开始至

1970 年代末，我国水利部门，对西部高寒山地之外的全国各大小河流无水文记录时期的历史洪
水，普遍进行了实地调查，主要内容包括洪水发生时间、最高洪水位、洪水涨落过程以及对洪峰
流量的分析估算。其汇总成果系骆承政主编的 《中国历史大洪水调查资料汇编》④ 和 《中国历
史大洪水》上下卷⑤。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编的 《四川两千年
洪灾史料汇编》⑥，亦收录大量碑刻文献和洪水调查资料。
以上史料，主要是围绕单一灾害或单一灾种如气象灾害汇编而成，其中也有将某一特定地域

各类自然灾害尽可能包括在内的综合性灾害史料汇编。这类史料汇编，按高建国的分类，一是区
域性，一是全国性。前者有《广东省自然灾害史料》、《山东历代自然灾害志》、《贵州历代自然
灾害年表》、《山西省自然灾害年表》、《海河流域历代自然灾害史料》 ( 涉及公元前 781—公元
1980 年旱、涝、风、雹、霜、雪、寒、暑、蝗、疫和地震等灾害记载，多达百万字) 、《浙江灾
异简志》、《黑龙江省 240 年旱涝史》、《西北灾荒史》和《北京灾害史》等; ⑦ 后者主要有张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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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中国地震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蒋克训、齐书勤、郭美兰主编: 《明清宫藏地震档案》上卷 ( 共 2
册) ，地震出版社，2005 年。
北京市地震局、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蒋克训、齐书勤、刘铮芸主编: 《明清宫藏地震档案》下卷
( 共 2 册) ，地震出版社，2007 年。
谭徐明主编: 《清代干旱档案史料》，上下册，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年。
中国书店，2006 年。
中国书店，1984 年，1992 年。
文物出版社，1993 年。
以上各书依次为: 广东文史研究馆编，1961 年出版，1964 年增订; 赵传集编纂，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编，
1980 年; 贵州省图书馆编，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 年; 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1988 年; 河北
省旱涝预报课题组编，气象出版社，1985 年; 陈桥驿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 年; 朱殿英主编，黑龙江
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 年; 袁林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4 年; 于德源著，同心出版社，2008 年。



冯风等主编的《中国农业自然灾害史料集》①。
建国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对气候灾害史料的整理主要是由自然科学工作者主持的，社会科

学工作者总体上只是其中的辅助性力量。改革开放以后，这一局面逐步有所改观，近年来则发生
了重大变化。相应地，对灾害史料的整理，逐渐向灾害的社会影响和人类响应方面扩展。其中较
早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编纂组编的 《中国历史自然灾害及历代盛世农业政策资
料》，陈振汉编的《清实录经济史资料 ( 顺治 －嘉庆朝) 农业编》第二分册以及李国祥、杨昶主
编的《明实录类纂———自然灾异卷》。② 但对后来的研究产生突破性影响的还是李文海主持编撰
的《近代中国灾荒纪年》。该书编撰始自 1985 年，1988 年完稿，1990 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
版。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中国人民大学 “近代中国灾荒研究”课题组， “查阅了大量的官方文
书、文集、笔记、书信、日记、地方志、碑文以及报纸杂志，尤其是查阅了清宫档案，摘录了历
年各省督抚等官员就各地灾情向清政府的报告，共搜集、整理数以百万字计的有关资料，并在此
基础上详加考订甄选，条析缕分”，“采取传统的编年体的形式，对历年全国发生的各类重大的
自然灾害，分别省区，予以说明，尽可能将各地自然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受灾的范围和程度
加以详细介绍，而且对灾区人民的生活状况、清政府救荒措施及其弊端予以说明”，系统地呈现
了“近代史上自然灾害的概貌和受灾地区的具体情况”。③ 进入 21 世纪，在李文海先生的指导
下，该课题组的第二代成员又如前述，先后编纂并点校出版了宋至清末专门性的救荒文献 《中
国荒政全书》及其扩编版《中国荒政书集成》。④

在其影响之下，一些科研机构或国家图书馆等图书收藏单位，也充分利用馆藏优势和现代印

刷技术的便利条件，将历代地方志和官私文献中有关灾异的专门记述以及与灾情、救灾相关的文
献，汇而总之，影印出版。其中规模较大的有: 来新夏主编的 《中国地方志历史文献专辑: 灾
异志》，共 90 册; ⑤ 贾贵荣、骈宇骞选编《地方志灾异资料丛刊》，已影印第一编 12 册，第二编
35 册;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赵连赏、翟清福主编的 《中国历代荒政史料》，⑦ 所收内容上至原始社
会，下至清末民初，涉及各类不同的灾害 ( 如旱灾、水灾、虫灾、雹灾、冻灾、风灾、疫灾、
地震、山崩等) 和政府的救灾对策，如各级官员的应对措施以及历代皇帝针对各种自然灾害的
谕旨，并有意收录历史上记载的丰收内容。资料来源主要是 《太平御览》、《文献通考》、《册府
元龟》、《历代名臣奏议》、《古今图书集成》，已出版部分明清档案中有关灾情、救荒的部分，以
及《救荒活民类要》、《救荒活民书》、《救荒策会》、《救荒本草》等。⑧ 此外，国家图书馆还将
民国时期有关救灾的文献影印出版，现已出版《民国赈灾史料初编》 ( 共 6 册) 及《民国赈灾史
料续编》 ( 共 15 册) ，⑨ 前者部分著作涉及清代。此外，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亦从馆藏云南省地
方志，包括通志、州志、府志、县志、厅志和专志中截取有关寒暑气候、雨雪风霜、水旱蝗震等
方面的内容，按文献出版时序编排影印，汇成《云南气候与灾异资料辑录》。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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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年。
以上各书依次为: 农业出版社，1988 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年; 武汉出版社，1993 年。
参见该书第 3 页，戴逸序。
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 年。
学苑出版社，2010 年。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2012 年。
全 50 册北京京华出版社，2010 年。
参见 http: / /blog． sina． com． cn /s /blog_ 5eb19cad0100k8ni． html。
詹福瑞主编，殷梦霞、李强选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 年。
李德龙主编，学苑出版社，2011 年。



二、明清以降中国灾害史料的数据处理和信息化进程

在灾害史料的数据处理方面，以往研究作出的大量开创性工作，为探讨中国长期气候变化和

灾害演变规律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早期的工作是以年表形式出现的灾害频次或空间分布统计。邓拓的 《中国救荒史》从 《汉

志》所引《礼记疏》，认为我国最早的灾害统计是古代阴阳家对 “水旱之大数”的推测。① 但依
据史料记载进行较为严格的灾害发生时空分布统计的，还是明末徐光启的《除蝗疏》。② 至 19 世
纪 70 年代，英国人谢立山先后发表了有关中国历史时期 ( 始于唐而终于明) 旱涝次数的统计结
果。③ 清末民初以降，此类统计更为多见。清人黄伯禄曾从 10 多部史书和 391 种地方志中搜集
公元前 1767 年至公元 1895 年间的大小地震记载 3322 次，后由法国传教士整理、补充，于 1913
年编译出版，名为 Catalogue des Tremblement de Terre en Chine Ⅱ，是为第一部法文发表的 《中国
地震目录》。④ 其他如 1921 年存吾的《历代地震一览表》 ( 《地学杂志》1921 年 12 卷 4 期、5、
6、7 期) ，1933 年邓清安的《历代灾祥录》 ( 真平印务局 1933 年版) ，1935 年陈家祥 《中国历
代蝗虫记载》 ( 《浙江昆虫局年刊》1935 年第 5 号) ，1949 年的《钱江历代之潮患》 ( 《工程建
设》1949 年第 1 期) 等都是此方面史料的汇编。⑤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则有武同举 1926 年
编著的《淮系年表全编》，分栏列载传说中的唐尧至清宣统三年约 4200 余年淮河水系“水患”、
“水利”事件; ⑥ 王树林的 《清代灾荒: 一个统计的研究》 ( 《社会学界》第 6 卷，1932 年 6
月) ; 以及沈怡编纂、赵世暹增补、郑道隆绘图的 《黄河年表》 ( 1935 年) ，共列表七，按年摘
录公元前 2297 至公元 1933 年有关决溢、修筑的文献记载，并在“总论”中分别以河道变迁和朝
代为次，统计史籍所载黄河决溢次数。⑦ 但最为重要的，当属陈高庸的《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
此系民国年间历史学者从事的唯一一次大型综合性的灾害文献整理，所收文献包括 《资治通
鉴》、《续资治通鉴》，《明史》、《明纪》，《清史稿》、《清史纪事本末》、《清鉴》等，还包括二
十五史的本纪和五行志、《古今图书集成·庶征典》、十通、各朝会典、会要、实录以及其他有
关史籍。⑧

解放以后，这种处理方式得到更为广泛的运用。诸如前面提及的很多资料整理，或纯以年表
形式出现，如江苏省革命委员会水利局 1976 年 6 月编印的 《江苏省近两千年洪涝旱潮灾害年
表》，张秉轮、方兆本主编 《淮河、长江中下游地区旱涝灾害年表》 (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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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邓云特: 《中国救荒史》，商务印书馆，2011 年，第 46 页。
参见徐光启著，陈焕良、罗文华校注: 《农政全书》下册，岳麓书社，2002 年，第 750—751 页。
Sir Alexander Hosie，“Droughts in China，A． D． 620—1643，”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Ｒoyal Asiat-
ic Society，Vol，Ⅶ 1877，PP． 51—89; “Floods in China，630—1630，”China Ｒeview，Vol，Ⅶ 1878，PP． 371—
372． 转引自竺可桢: 《中国历史时代之气候变迁》，《国风》第 2 卷第 4 号，1933 年 12 月 15 日。
参见李善邦: 《中国地震》，地震出版社，1981 年，第 200 页。另据宋正海，此书系 1910 年光启社法文出
版，待考。
参见宋正海: 《历史自然学》，《大自然探索》1984 年第 4 期。
文海出版社，1969 年影印。
据该书凡例，全书对黄患的统计，分“溢”、“决”、“决河”、“大水”等类，其中“溢或决因原书之记载而
别，决又分‘修治不详’、‘修’、‘徙’三项，人为之害曰决河，大水乃因河之决溢被灾或原书之记载为大
水”; 表格部分则分“时期” ( 含年代及公元) 、“性质” ( 即河患、治水等事件) 、“纪事”及“备考”等栏
目，其中“纪事”栏“摘录书籍报章关于黄河决溢迁徙，地方被灾情形，历代议河言论，以及修防工程之
记载”，兼附“参考书报之名称”， “备考”栏则为纪事之注解，或加以补充”。见沈怡、赵世暹、郑道隆
著，军事委员会资源委员会 1935 年 11 月印行。
陈高庸编: 《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上海国立暨南大学，1939 年。



版) ，或附加年表，如“清代洪涝档案史料丛书”。其中的集大成者为宋正海主编，广东教育出
版社 1992 年出版的 《中国重大自然灾害及异常年表》。全书按天象、地质象、地震象、气象、
水象、海洋象、植物象、动物象、人体象等九大分科共列 254 个年表，100 余万字。其中自然异
常类数较多，但多为短表、中表，自然灾害类数较少，但多为长表、超长表，其所占篇幅远超前
者。
从 1970 年代开始，研究者开始对历史时期的旱涝或地震灾害按其影响或危害程度进行等级

划分，经数据转换以后制成可视化、数字化的图集。其中最具标志性的成果，是 19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出版的《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和顾功叙主编的 《中国地震目录: 公元前 1831—
公元 1969》 ( 科学出版社，1983 年) ，两书迄今仍是国内外学术界从事中国气候变化和水、旱、
地震等灾害研究的最重要的数据基础。此后又有 《明时期中国历史地震图集》、《清时期中国历
史地震图集》以及《远古至元时期中国历史地震图集》，① 将历史时期破坏性地震以等震线和其
他形式绘制地图，每震一图，并附简要文字说明和部分记载地震的历史文物，陈正祥的蝗灾分布

图也别具一格。
从 1991 年到 1996 年，中国测绘科学院联合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科院地

理所、北京市社科院等单位的数十位专家，查阅了明清两代 530 余年大量的历史实录、文集、笔
记和方志，将明清两代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史料整理、统计、摘录出来，经过定级、定量研究和计
算机处理，形成编制图集的主要素材，继而选用经过历史考证、反映明清两代行政疆域的两种地
理底图，将不同时期的灾害专题按照等级和灾种转绘其上，直观地表现出灾害发生的时间、空
间、强度、频率、危害程度以及人类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经验。其最终成果即为 《中国自然灾
害地图集》明清卷。据介绍，该书共分水灾，旱灾，水旱与灾伤，地震，蝗灾、风潮灾、冰雹
灾、寒霜、冰雪灾、瘟疫、饥荒，黄河决口等 6 个图组，总计 356 幅地图; 另有分析灾害强度、
频率的“直方图”数十幅，每图均对灾情和救灾措施有简要的文字说明。② 可惜此图制成后，迄
今未见出版。
此方面的后续进展可见于史培军的 《中国自然灾害系统地图集》 ( 科学出版社，2003 年)

和《中国自然灾害风险地图集》 ( 科学出版社，2011 年) 。尤其是前者，收录了近 500 年地震、
洪水、台风、暴风雪和冰雹等自然灾害的宝贵资料，其中的 400 多幅地图及 50 余张统计表格，
有助于分析我国各类灾害的形成、特点、演变及其分布格局。③

必须指出的是，不管是年表，还是图集，毕竟是以纸本的形式而存在，难以容纳我国数千年

来积累的极为丰富的灾害、气候记录; 另一方面，将历史时期不同来源的资料汇聚在一起进行简
单的频次统计，往往又忽略了这些资料因体例互异而造成的不均一性，不利于在较大的时空范围

内进行对比研究。20 世纪 20 年代，竺可桢广泛搜集我国历史文献中 “雨旱灾荒、严寒酷暑”等
记载，作为降水、气温等相关气候变化的代用资料，并首次运用每百年水旱灾比率作为标准，探
究公元 100—1600 年间气候干湿变化的周期性 “脉动”，为后人研究历史气候指明了方向。④

1970 年代末中央气象局旱涝等级体系的确立，更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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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以上图集均由国家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主编，1980 年代初编制，中国地
图出版社 1986 年、1990 年出版。
见国家测绘局成果司《〈中国自然灾害地图集〉明清卷》，网址: http: / /www． sbsm． gov． cn /article /chcg /
cgyyytg /yysl /200710 /20071000002913. shtml。
参见《人民日报》，2004 年 2 月 24 日，第 11 版。
竺可桢: 《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东方杂志》第 22 卷第 3 号，1925 年 2 月 10 日; 《南宋时代我国气候
之揣测》，《科学》第 10 卷第 2 期，1925 年 5 月; 《中国历史时代之气候变迁》，《国风》第 2 卷第 4 号，
1933 年 12 月 15 日; 另见 Coching Chu，“Climatic Pulsations during Historic Time in China”，Geographical Ｒeview，
Vol． Ⅵ． No 2，April 1926，PP． 274—282．



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和发展，历史气候变化与自然灾害史料的信息化处理和数据库建立终于走进科

学工作者的研究日程之中，并呈现不断的发展变化之势。
1980 年代的史料信息化处理，主要是延续竺可桢的思路，将灾害信息转化成气候变化参数，
消除不均一性，再通过数字编码等程序，实现信息化、标准化，节省存储空间。陈家其在 《从
太湖流域的旱涝史料看气候信息的处理》一文中指出，历史气候信息处理的目的，在于建立一
套方法，在信息提取的基础上将定性的历史气候信息转化为气候变化参数，并消除各种不均一

性，从而建立历史气候序列，并着重介绍了建立太湖流域历史旱涝等级序列的方法和步骤。① 林
振杰和郑斯中根据我国自然灾害史料的特点，设计了一套由灾情发生时间、地点、灾情种类及严
重程度、参考文献等要素组成的数字编码方案，详细给出了用于灾情描述的编码表，如大气圈异
常、水圈响应、动植物响应、人类初级响应及政府响应等描述用语的编码表。②

至 1990 年代，史料信息化处理和数据库建立的流程更加科学、完善，包含的信息量也更大，
并且采用现代数据库技术对系统进行总体设计和使用流程编制，以实现数据库之间的互访，并建

立属性数据与空间数据的联系。郑景云等提出了对主要源于历史档案的民国时期自然灾害史料进
行信息化处理的方法，其中包括逐条史料的字段分解、对字段进行统一编码以建立数据库这两个
过程，主要字段包括受灾地点、受灾范围、受灾成数、时间要素、天气状况、灾害级别、受灾程
度、收成状况、人类响应措施等。③ 王静爱等根据所搜集的中国自然灾害数据和图件，应用数据
库技术建立了由中国自然致灾因子数据库、中国省级报刊所载自然灾害 ( 1949—1990) 数据库、
中国农村自然灾害灾情数据库、中国历史自然灾害数据库和中国行政区划 ( 县级单元) 空间数
据库等 5 个子数据库所组成的中国自然灾害数据库，每个子数据库又分为原始资料库和派生数据
库，并以国家统一县市代码作为各子数据库的公有字段，实现数据库之间的互访，建立属性数据

库和空间数据库的联系。④ 方伟华和王静爱探讨了中国历史水灾案例数据库的建立和存在问题。⑤

21 世纪以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信息共享网络的普及，气候变化和灾害史料的信息
处理和数据库建立开始有了一些比较专门的研究，使得信息化更为规范，数据库功能开发更为全

面，并力求能够提取与国际全球变化接轨的数字信息。郑景云等建立了过去 2000 年的环境变化
数据库，通过各种历史环境要素重建的方法，将各类史料派生的资料或数据重建为历史环境变化

的代用数据，采用树状与网状相结合的思路设计数据库的总体结构，从而实现了资料与数据的存

储、检索、处理和空间分析功能。⑥ 2004 年，中国气象局经多部门合作完成了中国古籍中气象记
录的采集、勘校工作，出版了《中国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进而研制生成历史气候基础资料系
统，推进了历史气候基础资料的规范化和客观定量化。⑦ 徐榕焓等以《中国古代重大自然灾害和
异常年表总集》为数据源，设计了包括灾害表、灾害时间表、灾害地点表、方志典籍表以及灾
害数据主表等 5 张表在内的历史自然灾害数据库。⑧ 方修琦等建立了清代长江三角洲地区干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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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伟华、王静爱: 《中国历史水灾案例数据库的建立及相关问题探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 自然科学
版) ，1998 年第 6 期。
郑景云、郝志新、狄小春: 《历史环境变化数据库的建设与应用》，《地理研究》2002 年第 2 期。
张德二: 《中国历史气候文献记录的整理及其最新的应用》，《科技导报》2005 年第 8 期。
徐榕焓、徐士进、董少春: 《基于 GIS的历史自然灾害数据库设计与实现》，《测绘科学》2012 年第 1 期。



洪涝、台风灾害数据库，其设计采用三层结构，可实现查询、检索、简单分析和可视化的功
能; ① 同时还建立了全国尺度的历史时期气候变化影响与适应数据库，构建了历史时期气候变化

影响与适应研究的指标体系，重建了人口变率、农民起义频次、农业丰歉等级、社会经济波动等
4 条全国序列及 10 余条区域尺度的代用指标序列，并建立了不同层次和区域的历史气候变化影
响与社会响应的典型案例库。②

目前，有关气候变化与自然灾害史料的信息化处理和数据库的建立，主要有以下几家单位的

代表性成果: ( 1) 中国气象局“中国历史气候基础资料系统”; ( 2) 中科院地理所 “过去 2000
年环境变化数据库”; ( 3)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 “水旱灾害网络共享数据库”等。这些数据
库为研究中国气候历史变化与自然灾害的时空演变规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三、灾害史研究的范式转换与已有史料整理存在的问题

对于中国灾害史研究的学术梳理大都是从民国时期开始的，而实际上，以上揭示的有史以来

灾害信息的记录和整理过程，并不能简单地看成是现实发生的灾害事实本身，而实际上是不同时

期国人灾害认知的产物。
这样的认知体系，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概括说来就是 “天命观”、 “科学观”和 “生态

观”。纵观几千年的历史长河，其中绝大多数时间都是浸润在具有浓厚神秘主义色彩的 “天命
观”或“灾异观”之中，主要作为自然变动过程的灾害通常被看成人事活动的响应，因而也就
与人间社会生活杂糅在一起，成为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清末民国以来，现代科学思
想的传播与影响，使灾害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从人文视野中分离出来，并因之确立了一

个具有现代科学特质的现代灾害学理论体系，是为灾害的 “科学观”，但是在建国以后相当长的
时间里，人文社会科学的长期缺场，使这样的研究日渐趋于唯科学主义的路径，灾害研究的主

体，灾害研究的对象，乃至灾害信息的搜集与整理，均偏重于自然科学或自然变异方面。③ 大约
从 1980 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自然科学学者对自身研究的不断反思，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重
新介入，灾害形成的社会根源、灾害的社会影响以及人类对灾害的反应，越来越引起学界的重
视，故而使得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逐渐结合起来，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以人与自然相互作用为

核心的生态系统分析模式———灾害的“生态观”在灾害史、灾害学领域的诞生与成长的过程。
以这样的生态观来考察灾害问题，首先需要对灾害本身有一个重新的认识，亦即所谓的自然

灾害，并不仅仅是纯粹的自然力量异常变动的结果，而无论是在其形成之动力、作用之过程及其
对人类生存的自然、社会环境造成的结果等方面，无不体现了自然与社会的双重属性，因此对于
灾害的史料整理，也必须兼顾这两个方面。与此同时，对于灾害事件，则相应地需要一种过程的
眼光，不再像先前那样，将其当做一个相对封闭的固化结构或个别的独立事件，而是把它看成一

个开放着的，自然与社会两种力量不停地交互作用、相互转化的动态演化系统，既要看到灾害发
生前其在自然、社会中的酝酿，更应看到之后其在自然与社会系统层层扩散的过程，这就要求我
们必须扩展文献资料的搜索范围，不能仅仅局限于灾害发生即所谓成灾之时，局限于成灾的时

间、地点、范围、程度等灾害要素，而应该以此为中心，扩及灾前之自然、社会变动，灾后人类
的回应与调整，以及人们对灾害事件的认知与评价。而且，作为一种开放的动态演化系统，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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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之间，灾害与环境之间，实处于普遍联系、互为关联的复杂网络之中，这要求我们必须有一
个整体的眼光，普遍联系的眼光，不仅要把各类灾害事件看成相互作用的整体网络，更应将其置

放于包括自然与社会在内的整个生态系统的变动过程之中进行考察。①

对过去的灾害记录亦即灾害史料，也应作如是观。以往的研究当然不会简单地把这些记录与
实际发生的灾害完全等同起来，除了资料的真伪之外，灾害信息记录的完整与否也是学界长期以

来倍加关注的问题，但关键在于那些经过考证已被确定为 “真”的历史记载，并非像绝大多数
学者一直认为的那样，是对自然变动过程的客观反映，当然也不能将其完全看成是主观建构的产

物，就像近年来一些受后现代解构思潮影响的学者所坚称的那样，而应当把它视为灾害过程与灾

害认知相互作用的结果。② 如此一来，我们就必须尽可能地穷尽各类不同的灾害描述或灾害记
录，从各自不同的话语特征出发，进行系统的交互式校勘，才有可能对其性质进行较为准确的判

定，从而为数据转换工作奠定坚实的历史考证基础。
据此重新审视历史时期，尤其是建国以来中国灾害史的资料整理和数据化工作，我们当然不

能否认其为推动中国灾害史研究做出的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也不能否认其在未来研究中所起的

基础性作用，但是必须看到，相较与新时代灾害史的最新研究态势，其中的诸多不足之处似亦勿

庸讳言。
首先，从文献学的角度来说，以往的灾害史料整理，大体上有四类，一是根据特定的研究需

要，从文献中查找史料，予以摘录、归类、校核、编排，如各类气候历史资料; 二是对各类资料
进行综合比勘，在保留史料原貌的基础上做总结性描述，如 《近代中国灾荒纪年》; 三是对反映
灾情与救荒的专门文献进行标点，汇总出版; 四是将有关灾害史料从原始文献中分离出来，大致

分类后，据原始文献直接影印。就资料来源而言，第一种类型的史料汇编，多为自然科学工作者
所为。这些资料，利用范围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目前为学界广为利用的 《中国近五百年旱
涝分布图集》所收资料基本上以方志为主，档案、报刊、官私文献及其他相关史料涉猎甚少，
而所用方志虽然多达 2100 余种，仍不及现存方志总量的五分之一。《中国三千年气象灾害总录》
收录文献达 7855 种，但主要是正史或地方志，见于私人日记和清代的宫廷档案气象记录，因其
体例另成一格，编者并未对此作系统收录。 《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涉猎的文献种类最为多
样，但是在档案、碑刻文献等方面仍有大量增补的空间。至于晚清报纸对于灾情的连续报道，均
告阙如。清人文集收录亦少。对于地方志，也主要利用 “灾异志”、“祥异志”或 “大事记”等
部分，对于其他部分无从涉及。第二种类型的灾害史料，对档案、报纸及文集的利用力度较大，
但是对地方志利用很少，外文报刊对中国灾情的报道也未见采用。《近代中国灾荒纪年》将各类
史料揉为一体进行叙述，有利于从总体上反映灾害全貌，却不利于从文种角度分析史料本身的价

值。第三种类型的资料汇编，主题鲜明，便于从政府与民间两个角度探讨人类对于灾害的应对与
响应，而且其中大多数文献都是围绕特定重大灾害事件编撰而成，如 《钦定辛酉工赈纪事》，内
含全面、系统的灾情描述和救灾过程，有助于从个案角度对灾害影响模式进行深层次的分析，但
仍有许多重要文献未加收入。第四种形式为专题文献复制。如历代方志之 《灾异志》汇总，以
及《中国历代荒政史料》，规模庞大，又系影印，便于保存史料原貌和查核史料，但所占纸本容
量太大，利用仍有不便，流传不广，难以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资料共享，亦未加甄别，属于剪刀加

浆糊式的古籍整理层次。此外，还有一种是作为子集收录于其他非灾害类专题的史料集之中，往
往比较零散，不系统。
其二，从史料的灾害信息而言，主要由自然科学工作者整理的资料汇编，其涵盖的灾害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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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主要是涉及影响中国社会的三大主要灾害，即水灾、旱灾与地震，其他灾害如蝗、疫、风、
雹、霜、雪、寒冻、酷热以及山崩、滑坡、尘暴、火灾等，尚缺少全面、系统的整理; 对灾害之
前的异常现象或灾害导致的其他方面的变化，如旱涝之后农作物的异常丰收 ( 史载 “大有”、
“大有年”等) ，亦未给予足够的注意，不利于更全面地揭示灾害的成因及其环境后果。更突出
的问题是，这些资料大都偏重于雨情、水情等自然变动方面的信息，对灾害导致的社会后果则相
对简略，不利于更全面地揭示灾害影响的社会扩散过程。建国后最早成书的 《中国地震资料年
表》，仅聚焦于描述地震成灾的过程，而有关灾前震兆、灾后救济方面的内容则较少。后来的
《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吸取这一教训，对所选资料原样保存，可算是一大进步，但并未被其
他著作效仿，殊为可惜。如“清代洪涝档案史料丛书”，在这一方面尚有改进的余地。
其三，对于搜集的资料，大部分著作都是照单全收，未能与其他史料进行比勘，亦未对资料

记载的历史语境进行客观的分析，以致难以识别史料记载的陷阱与雷区，最终有损研究结论的可

靠性。如有清一代成灾标准的更改与变化，连续多年的甘肃冒赈案对资料记载的影响以及道光中
叶开始江南及其他部分省区日趋严重和普遍的灾歉捏报问题等。尤其是 《中国气象灾害大典》
一书中涉及建国之前的灾害史料，基本上是以 1980 年代以前整理的气候历史资料为依据，在灾
情叙述过程中又将各种来源的史料杂糅在一起，且绝大多数分卷没有交待资料出处，难以查核，

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即便是 《近代中国灾荒纪年》对此有明确意识，但也存在一
些问题。
第四，以上资料汇编，有不少是以清代作为独立的时限，但更多的是以几千年或近五百年作

为研究尺度的，虽然大都将清代包括在内，但并未将其作为独立的对象予以处理。实际上，与此
前其他时期相比，有清一代遗留下来的灾害资料最为丰富，最为多样，最能反映近世中国自然环

境变动与救灾机制嬗变的过程。尤其是在新世纪国家清史工程启动之后，大规模的文献整理工作
随之喷涌而出，给世人增加了更为丰富的文献宝库可以供发掘，这当然包括灾荒史料在内。
以年表和地图形式对灾害史料进行的数据处理，经过学界多年来的探讨与实践，其内在局限

也越来越充分地显示出来:

首先，就空间而言，《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是以 1—2 个府为单位进行计算的，且
仅仅选择全国 120 个站点作为样本进行类推，在一个气候、地理类型极其多样化的国度，这一做
法显然不足以反映相对真实的旱涝情势。这种情况，当然也为后续工作留下了大有作为的空间。
其次，就时间而言，又是以“年次”进行统计的，无法反映灾害的年内 ( 具体到月、日) 及年
际变化。在确定灾害频次和等级时，又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统一核算，与事实不尽相符。① 第
三，包括其他灾害在内，各种统计数据往往是以单一灾害或单一灾种为对象，不利于对各类灾害

的时空分布和内在关联进行综合性、整体性和相关性的分析，不利于动态地揭示灾害生成与演变
的规律。第四，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对灾害社会性的淡化，以及由此而导致的灾害数据处理
的“自然化”和“气候化”倾向，前者是指偏重对旱情、雨情和震情等自然现象的关注，而相
对忽略了灾害形成、扩散过程中的社会因素，甚至将由社会因素所激发、加剧的灾害也统统纳入
统计范围之内，结果有可能夸大自然界的变化程度; ② 后者与此息息相关，即是将史料中有关

旱、涝灾害的记载，转换为气候变动现象进行统计分析，忽略了 “旱涝”概念的气象学界定和
灾害学界定两者之间的区别，③ 结果造成评定后的气候情势与实际气候状况存在不小的差距。如
何将学界最新的批评和相关建设性的意见转化到新阶段的资料整理与数据转化工作中去，也是一

项极富挑战性的创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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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建国: 《中国近现代减灾事业和灾害科技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 年。
夏明方: 《中国灾害史研究的非人文化倾向》，《史学月刊》2004 年第 3 期。
参见陈业新: 《明至民国时期皖北地区灾害环境与社会应对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



这些问题，有的已在发端于 1980 年代的历史灾害与气候史料的信息化过程和数据库建设中
得到较好的解决，有的则因思维定势，仍继续存在。大体说来，以上介绍的几种主要数据库，在
数据库设计思路、子数据库结构、史料信息的字段编码处理、数据库功能等方面为未来的研究提
供了很好的借鉴和基础，但是另一方面，在灾害史料的丰富性与均一化处理、更完善合理的数据
库结构、灾害指标序列的提取、自然灾害本身与人类响应过程信息的融合等方面仍有进一步探
讨、发展的空间。其带有普遍性的特点和问题在于:
其一，已有数据库，其目标所指均非灾害研究，因而在资料的取舍方面也各有侧重。《中国

三千年气象记录总集》主要搜集了天气、气候、大气物理现象方面的史料记录，旨在为中国历
史气候研究提供基础资料; “过去 2000 年环境变化数据库”主要囊括历史文献中的旱涝、冷暖、
灾害、雨雪、收成、粮价记录，还包括自然证据、现代观测资料等，目的是重建历史环境变化
( 温度、降水) 的代用数据; “水旱灾害网络共享数据库”主要搜集水旱灾害方面的资料，为防
洪抗灾提供网络信息平台。其他学者的研究，或关注自然灾害史料或历史气候信息化处理方法和
数据库建立，或侧重某区域自然灾害数据库的建立，或聚焦于人类对气候变化影响与适应的序列

和案例数据库等，亦复多样而纷杂。首都师范大学的阎守诚从 1999 年起曾组织力量开展这样的
项目，设想建立一个专门的自然灾害数据库，终因力量有限，半途而废。故而，到目前为止，国
内外还未曾建有一个能够记录灾害发生完整过程和信息，亦即包括从天气、地质等自然变异现象
到成灾过程，乃至对人类社会影响及响应的综合性灾害史料数据库，以便更全面地揭示灾害成因

和环境后果，更好地满足自然变动 ( 如气候变化) 、灾害分异、灾害影响与适应、防灾减灾应用
等多方面研究的资料需求。
其二是数据源各不相同，所据资料或以自行整理的史料为主，或以他人的工作为前提，都有

很大的局限性。如张德二的数据库，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的数据库，主要是洪涝档案史料与此前
学界整理的部分气候历史资料，新近出版的旱灾档案史料及 《再续行水金鉴》均未收录。中科
院的环境变化数据库，多为雨雪粮价、土地利用等方面，直接的灾害史料所占比例相对较小。至
于其他方面，前文在讨论史料汇编时已有涉及，兹不赘述。事实上，随着人文社会科学对灾害史
研究的介入，学界对灾害认识更加全面，以往被遮蔽的信息逐渐引起广泛的关注，而且由于数字

化进程的加速，原来未能利用、未曾发现的资料喷涌而出，如何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方法论体
系和技术系统，将这些资料纳入数据库建设之中，是未来数据库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
其三是现有数据库建设中未能体现资料校核、考证和比勘的过程。原始资料一经录入，即不

再进行校核、考证，往往以讹传讹，而且不同种类的史料相互之间的比勘也不够深入，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了最终成果的准确性、科学性。
其四，从原始资料整理到数据库之间缺少一个过渡环节，即原始文献资料的信息集成，难以

实现真正的资源共享，形成资料基础的累积性机制。毫无疑问，这些数据库，以其不同于纸本的
存储形式，便于进行增补和修正，可惜多为单兵作战，未能聚为规模，难以形成重大突破，亦因

彼此之间缺乏合作，未能形成资料基础的累积性成长机制，以致后续学者从事相关研究时每多重

复劳动，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延滞了学术发展的步伐。另一方面，这些资料，均经摘录
转化而来，除少量公开出版之外，其原始文献的储存介质，或为原文复制的纸质、胶片，或为资
料摘录卡片，量大体大，保管未尽完善，多有遗失、霉变，难以复原、查核。如 《中国自然灾
害图集》，仅有纸本形式，且一直不曾出版。如此一来，这些数据库，大都未能实现资源共享的
初衷，能够共享的仅仅是数据库的最终产出，即以数据库为基础而生成的各类分析性结论，因之

难以形成真正的学术批判和学术交流机制。
限于各自所处时代的历史条件，上述资料，尤其是旱涝气候史料的整理，还存在诸多重要缺

陷，已经不能适应现时代灾害史研究的新要求。目前所要做的，就是在进一步扩展、夯实数据库
资料基础的前提之下，将数据库共享的环节从输出结论的终端移向输入资料的始端，也就是在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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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文献库和原始资料库的环节，建立文献校核平台，文献增补平台，形成互惠式公共信息交换机

制，充分发挥学界整体力量，实现资源共享，以最小代价获取最大效果的资源积累和扩展，造福

学界和人类。当代新技术的不断出现和发展，能够推动数据库设计的合理性、科学性、共享与多
功能的实现。

四、新时代中国灾害历史数据库建设构想———以清朝为中心

通过上文的梳理和分析，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一种在生态观视野下建设的灾害信息

数据库，最起码应该达到如下之目标: 文献资料的集成性和累积性; 资料来源的多样性和整合

性; 数据处理的精细化与科学性; 信息交流的公共性与开放性; 服务功能的多元化与可视化等。
幸运的是，所有这些，从技术路径上来说，都可以在当今世界蓬勃兴起的 “大数据革命”① 中得
到有效解决，而借助于这种新型的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大量被尘封的历史文献资料，亦得

以在短时间之内得到大规模的整理和公开，且势头迅猛而强劲，也为建立这样的数据网络奠定了

极为雄厚的资料基础。
当然，即便如此，欲对整个历史时期的灾害史料进行一次全面的校核和增补，绝不是少数研

究者或科研单位短期内所能完成的，这将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以往的研究，或动员全国
力量，或穷个人数十年心力，均非短时间所能一蹴而就。但是，如果根据现有条件，选择其中一
个灾害记录相对丰富的断代作为重点，集中攻关，在未来五到十年的时间内，应是可以取得突破

性进展的。处于明清小冰期之内、横跨传统与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的清朝，应该是一个最具代表性
的时段。此种清代灾害信息集成数据库若能如期建成，将会大大方便全球变化、灾害研究领域中
史料的使用，并可望形成完整的一套史料考订和信息化集成的方法。这样的数据库也不仅仅是史
学工作者的任务，应是和自然科学工作者分工合作的产物，若此将更有利于提高历史灾害数据库

的完备性、可靠性以及科学问题的针对性，而兼容、便捷的信息化数据，亦便于未来学者对历史
灾害规律、发生机制以及人类应对等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科学研究。从清史研究的角度来说，该
数据库的建设，将和国内外学界已经完成或正在建设中的其他领域各种类型的数据库，相互衔

接，相互配合，共同推动清史研究的信息化进程。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与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院、南开大学、中国

政法大学、中山大学等兄弟单位的诸多同仁，决定携起手来，共同承担此项使命。其总体目标，
是以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研究视野为中心，运用生态系统分析方法，在国内外已有研究的基础

上，从事清代自然灾害史料的搜集、整理、校核、整合与数据转化工作，建立一个融资料的采集
整理、存储更新、查询检索，以及服务于数据统计分析、制表绘图、动态演示等信息处理功能为
一体的，可持续积累的扩展型灾害信息集成系统，为未来清代自然灾害地图集与清代自然灾害动

态演示系统奠定资料与技术基础，进而也为国内外学界研究清代乃至中国自然灾害、环境变化以
及灾害与社会的诸种关系提供公共信息平台，以期进一步推动清代灾害史、环境史乃至清代政
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研究，亦为当代全球变化研究和国家减灾工程建设提供更准
确、更全面的史料基础和学术借鉴。
为实现上述总体目标，着重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工作:

其一是编纂《清代自然灾害史料长编》。其体例，以年代为经，以省区为纬，按实录 ( 含通
典、通志、东华录等) 、正史、方志、档案、文集、报刊、荒政专书以及其他文献等类别，依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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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年; 《数据之巅: 大数据革命，历史、现实与未来》，中信出版社，2014
年。



排列史料，并按统一规范注明资料来源，以便查考。为改变以往史料汇编偏重灾情之不足，《长
编》所收史料，将扩及与各该年次特定灾害事件有关的一应社会变动以及救灾备荒等各个方面。
其二是撰写《清代灾荒纪年》。此系效仿李文海教授主撰 《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的体例，在

对后者进行较大规模扩充、修改的基础上，突破鸦片战争的界限，将有清一代作为一个整体纳入
记述的范围，形成一部完整的清代灾荒编年体概述，以反映清朝自立国至覆亡绵延 260 余年之久
全国各地的灾情总貌以及相应的社会变动与救灾备荒实践的演进历程。《纪年》的撰写，一方面
须以《长编》为基础，尽可能充分地占有史料，另一方面必须充分借鉴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
并对各类史料进行比勘、考证和综合，从而形成对于特定灾害，尤其是重大灾害事件的准确判断
和客观认识，最终较为清晰地勾勒出各类重大灾害发生的状况及其在社会层面扩散的过程。因
此，《纪年》既是借鉴、吸收以往所有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同时也是为清代自然灾害信息集
成数据库奠定坚实的历史学基础，为后续的数字编码和信息转化创造条件。
其三是建设“清代自然灾害信息集成数据库”: 作为一个完整的清代自然灾害信息集成系统，

其最终建成之后，将是一个融资料的采集整理、存储更新、查询检索、校核比勘，以及数据统计
分析、制表绘图、动态演示等信息处理功能为一体的巨大系统，依次包括原始文献库、原始记录
库、专题数据库等三个部分或层级。
其中，原始文献库和原始记录库两者合为原始数据库。前者主要存储包括图片、文档、网

页、影像等各类型原始文献，且实现与原始记录库相互链接的功能。后者主要用于存储从各史料
中摘录所得的所有有关灾害的信息，并实现检索查询、校核等功能。
原始记录库包括原始记录表和原始校核表，设立 ID1 ( 以年和序号编号) 、地点 ( 省、县) 、

灾害类型、史料记录、资料来源、原始出处、奏报人与奏报时间等字段，能够实现按照年份、灾
害发生地点、灾害类型、社会影响、救灾程序等进行检索查询的功能。在原始记录表之外，另设
原始校核表，记录考证校核过程与相关证据，并将校核过的数据记录存储其中，同时在原始记录

表中设立考证备注字段，并将每条校核过后的记录与对应的考证备注建立链接。
专题数据库是基于原始记录数据库而设立的不同类型 ( 依研究主题确定) 的数据库，由原

始记录表、派生数据表和合成数据表三层组成，派生数据表分别与原始记录表、合成数据表建立
链接。中间层为派生数据表，由原始记录表生成，目的是将该表中每条原始记录进行拆分，将文
字信息转化为数量指标，以实现将不同类型信息分离成不同字段、使同一字段赋值唯一的功能。
最顶层为合成数据表，由派生数据表生成，对于同一年同一“发生地点” ( 县) 的多条记录，从
资料来源、资料分辨率、记述详略、对该地的针对性等方面进行比较、插补与剔除，并采用地理
时空关联的分析方法进行校核，进而综合成一条记录，以建立属性数据与空间数据的链接，最终

实现指标序列提取和空间制图分析以及动态演示等功能。
该数据库同样是以 《清代自然灾害史料长编》为基础而建立的，但是与 《清代灾荒纪年》

不同的是，它将与《长编》一起，构成一个动态的与时俱进的灾害信息累积式扩展系统。作为
过往研究的集大成之作，《纪年》一经撰写完毕，即难以容纳后续新发现的史料或最新的研究成
果，增补、修订，殊非易易，但是 《长编》与数据库却是一个蓄水池，而且应是一个现有技术
条件完全可以支撑的具有无限容量的蓄水池。任何在史料和研究上的新发现、新进展以及本项目
在有限时间内难以收罗的其他史料，均可随时输入其中。当然，这样一种 “灌水”的工作，需
要有一个可持续运行的灾害研究团队来负责，但更需要国内外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共同的努力与

合作。为此，整个数据库的建设，从最初的原始文献库，到之后的原始记录库，从原始记录表到
原始校核表，再到最终的输出端专题数据库，都将设计为一种开放式的公共交流平台，供相关研

究者使用，同时也希望相关研究者能够通过此一平台之各个环节、各个层级，为数据库建设作出
反馈和回报，从而以一种互惠的方式推动数据库的建设、维护和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近代中国灾害研究课题组”从一开始创立以来，就在李文海教授的引领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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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资料整理与建设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并尽可能快速地将其成果向学界公布，以期推动中国灾

害史研究的整体发展。另一方面，在整理编纂这些资料的过程中，也总是得到相关档案馆、图书
馆以及学界诸多师友的鼎力支持。因而，不管是 《近代中国灾荒纪年》及其续编的出版，还是
《中国荒政全书》和《中国荒政书集成》的付梓，都当之无愧地属于一种公共文化工程。此次数
据库建设，实则希望继承老一辈学者的无私奉献精神，并试图将这种公共工程从静态、凝固的纸
质载体推向动态的电子网络，在数据库建成之后，将所有环节均对外开放，使利用者登录数据库

之后，既可查阅利用其中的资源，也可直接进行资料输入、文献校核和发表评论等工作，如此交
互操作，势必推动数据库的容量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使其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公共学术交流平

台，并与学界同仁一起，在清代乃至中国灾害史研究领域的学术理念、学科建设与资料利用等方
面取得新的突破性进展，共同促进中国灾害史研究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在中国灾害史或灾害学的学术思想和研究理论方面，力图把中国历史学的考据传统与

当代灾害、环境研究的最新技术手段、分析方法和研究理念充分结合起来，构建新的灾害研究模
式。其中最核心的理念，就是运用人与非人类自然互动反馈的生态系统分析方法，推动人文社会
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有机融合，促进灾害研究范式的转换。具体而言，就是在资料整理的过程中，
不仅将有关灾害的自然、社会各方面要素信息均囊括在内，还要从人与自然互动的视角分析史料
记载本身的话语特征，尽可能从看似自然的变动中捕捉社会的影子，从看似社会的人文事件中寻

找自然的力量，进而为更加准确、清晰地揭示灾害的生成、扩散与演化规律提供尽可能丰富的资
料基础。
与此相应，在学科建设方面，则力图进一步推动灾害史研究领域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

交叉与融合，进一步培育和壮大中国灾害史研究的新生力量。近百年来，中国灾害史研究的每一
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对灾害史料的大规模发掘和整理，以至于我国著名灾害学专家高建国先

生，将建国以后地震史料、气候史料、洪涝档案史料以及荒政史料的整理与出版，称之为中国灾
害史研究的四大里程碑。新的灾害数据库建设，将一改以往以纸质媒介为主导的资料整合与传播
途径，同时打破现有数据库各自为营的封闭式管理模式，以其可持续的累积式信息扩展系统为灾

害史研究提供崭新的公共学术平台，尽力推动灾害史研究从资料基础到技术路径等多方面的重大

变革。而在此过程中凝结而成的新的研究团队以及经过实践锻炼的大批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
生，也很有可能会成为更具活力的灾害研究队伍，反过来又为数据库建设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

的人才支持。
在文献发掘与利用方面，也力求借助于信息集成数据库的建设在诸多方面形成较大突破。这

不仅体现在对灾害史资料基础的大规模扩展，也体现在对各类文献进行更加科学的辨析，更体现

在通过《长编》、《纪年》和数据库三个方面的建设，形成一种可持续的累积式灾害信息扩展机
制，从而在节省大量人力、物力资源的基础上，为国内外清代或中国灾害史研究提供源源不绝的
资料基础和强大的技术支撑。
鉴于这样的数据库是一个包括自然变动与社会响应等各方面信息在内的综合性的大型灾害信

息集成系统，故在文献方面，首先要做的，就是进一步扩大资料范围，细化数据指标。最大限度
地涵括档案、方志、文集、报刊、官书、正史以及其他各类相关文献中的灾害信息; 就灾害信息
本身的收录而言，也要求进一步扩展灾害种类和相关环境因素，即从水、旱、地震等灾害，扩至
蝗灾、雹、风、霜、沙、潮、疫、寒、热、山崩、滑坡、泥石流、雪、火等各类灾害，以及农作
物异常丰收等特殊气候、物候现象; 对于每一种灾害，其收录的内容，则注重自然与社会的结
合，不仅包括自然现象，也包括由此引起的社会变动和反应，以期有助于完整、系统地展示灾害
的时空分布与演化特征，灾害的成因与影响，以及灾害救济等各方面情况。其目的在于突破以往
以单一灾害、单一灾种为主要内容的资料汇编形式，力求将历年各省区各类自然灾害包容其中，
便于揭示各灾种之间的关联，从整体上反映灾害演变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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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这一数据库将强化资料的甄别工作，即在资料库建设过程中，除了提供基本数据

之外，还要预留空间，以便建立相应的原始文献链接，显示文献考证的过程，供用户查核，同时

建立信息反馈系统，充分吸取学界研究成果，尽可能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亦可借学界同

仁之众力，共同建立一个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符合学术标准的清代灾害历史资料库。相应地，通
过将灾害资料的载体由纸本向电子平台转化，改变以往相对封闭、相对分散的资料整理传统，力
求使其变成一个融开放性与累积性为一体的平等互惠、动态积聚的公共文化工程。此外，在充分
借鉴国内外学术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数据制作的工作实践，尝试着建立一套新的灾害信息处理规

范，建立更加合理的灾害评价体系，从而使灾害信息处理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层次。
总而言之，作为中国灾害史研究中迄今规模最大的 “断代工程”，其最终成果，将第一次以

编年体形式全面、完整、系统地描述清代 260 余年间中国自然灾害的总体状况及其变化趋势，揭
示灾害对中国社会各层面的诸多影响，呈现近世中国在灾难面前采取的一系列对策及其因时因地

而发生的变异与革新，进而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艰难历程，其对于推进清代灾害史乃至中国灾害

史的研究，拓展对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生活和环境变迁的了解与认识，理应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而且这样的成果，尽管是以文献整理与数据库建设为主要内容，但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必然离不开

对灾害学理论的深入探讨，更会促进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更紧密的合作与融合，推进生

态系统分析方法在灾害史研究中的贯彻和运用，尤其是在史料的搜集、解读过程中传统考据学方
法与现代科学实证分析手段的碰撞与结合，势必促成一门新的灾害历史文献学的孕育或胎动，进

而将中国灾害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并在国内外灾害史研究的话语体系中占有相当的位置。
中国有句古话，叫“秀才不怕衣裳破，就怕肚里没有货”。历史研究尤其如此，只有在文献资料
的整理和传播方面始终占据主导性的优势，才有可能在学术界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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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 Data and Ecological History: The Compilation and Database Construction of the
Historical Sources of Chinese Disaster History in an Information Age

XIA Mingfang ( The Institute of Qing History，Ｒ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xiamingfang2@ vip． sina．
com)

Based o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process excavating，organizing and digitalizing the primary
sources of Chinese disaster history，this article applies an ecological historical perspective which focuses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and adopts the prevalent mind of big data，in order to of-
fer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extensive work Chinese disaster historians have been doing on the compilation
and database construction of the historical sources． On the one hand，it fully recognizes th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his work has made in developing the field of disaster history; on the other hand，it studies
its limits and inadequacy． Furthermore，this article applies the research of the Qing Dynasty as an exam-
ple and suggests a most updated blueprint for the database construction of the historical sources of Chinese
disaster history． This blueprint intends to build a public academic platform which is sustainably accumu-
lating and expanding，for domestic and overseas schol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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